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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6 年 2 月 NCC 成立，至今已超過十年，其掌管的傳播、通訊

與網路等產業，隨著 IT 匯流科技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對民主

社會言論自由、國家經濟產值規模，或是社群互動與電子商務等，都

有決定性的政策影響。為了避免直接干預內容，NCC 期望透過結構管

制的多樣性，保障內容市場的多元，不過，即使是結構所有權看似分

散，仍可能透過其他不公平的競爭行為，維持市場壟斷，因此仍需主

管機關介入不同面向的行為管制。 

但由於缺乏完整的產業數據與資料庫，也沒有足夠專業人力進行

深入的競爭報告分析，以至於決策背後很難有理性論述。而數位匯流

後的跨平台法規強度不一致，更落後於實際產業環境與使用者習慣，

在沒有合理規範的管制工具下，造成長期以來的產業亂象不斷。建議

NCC 應重新定位管理角色，減少不合時宜的法條，將有限的行政資源

集中在消除市場障礙與不公平競爭，讓市場機制得以正常運作，並結

合文化部與公平會投入產業誘因、輔導與監管，以協助市場失靈的台

灣影視產業，能夠面對網際網路下的全球化競爭。 

 

 

 

 

關鍵詞：市場失靈、行為管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媒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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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問題與目的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以下簡稱

NCC）成立於 2006 年 2 月，至 2017 年已經超過十年了，是台灣傳播媒體與

電訊網路等產業發展與規劃的主管機關。由於其決策將影響千億的產業競

爭、消費者福利、多元社會、言論自由、甚至國家安全，因此，十多年來，

每次遇到重大政策或是集團購併案時，總是引起社會各方不同意見與爭議。 

傳播與通訊產業管制可以分為結構、行為與內容等面向，在不同的市場

結構下，業者會採取不一樣的競爭行為，也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法規，才能保

障消費者權益與維護多元言論。例如，過去獨占的有線電視市場，需要主管

機關積極介入費率管制；行動通信的寡占競爭，要防止業者聯合行為；而開

放的網際網路，則要避免偏激內容的霸凌等。 

為了維護言論自由，一般來說國家應該儘量避免直接干涉媒體內容的產

製，而由於市場結構主要在決定特許執照與數量，大致上有固定的行政流程

與制度，雖不滿意但爭議較小。相對之下，對媒體與電信業者的行為管制，

則由於既有法規無法面對不斷變化的新科技匯流，經常引起各種平台之間的

不對稱管制爭議，或是透過壟斷力量建立各種進入障礙，造成市場的不公平

競爭問題。 

因此，本文將先介紹傳播產業管制的基本概念，結合媒介經濟學、傳播

政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等，討論政府與行為管制的關係。然後以中嘉

系列購併案、頻道上下架機制、費率與節目品質等幾個爭議個案為例，說明

目前 NCC 主管機關受限於組織架構、缺乏數據資料與質性指標、不合時宜

的法規、與政治力量介入等問題，而陷入無法建立競爭市場的困境，最後並

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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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媒體產業與管制的分析架構 

 

過去數十年來，由於媒體與電信、網路產業的科技匯流，透過不斷購併

整合，集團規模快速擴張，不管是業者經營上的互動策略，或是對消費者福

利等影響面向，都已經無法單純從傳統傳播理論與閱聽人分析解釋，很多產

業現象需要更多跨學門研究的協助。因此，學術界陸續借用個體經濟學與產

業經濟學等概念，形成所謂的「媒介經濟學」領域，希望透過經濟學的理論

與研究方法，能更深入理解媒體集團決策的背後邏輯與行為，透過合理的制

度設計與管制工具，建立公平競爭的產業環境（Hoskins, McFadyen & Finn, 

2004; Picard, 2006）。 

如〈圖一〉所示，媒介經濟學主要是先分析市場結構（structure），像是

有多少家的業者、是否存在進入障礙、集中度大小與垂直整合等問題，而不

同的獨占、寡占或是競爭的市場結構，將會導致廠商選擇不一樣的策略行為

（conduct），像是聯合行為、賽局定價、科技創新與法律訟訴等。例如，沒

有管制的獨占有線電視業者，會將每月費率訂在利潤最大化；3-5 家行動電

信業者的價格，則會因為彼此策略的互動影響，而時有高低，或是以產品差

異化為競爭策略；不同程度的競爭行為，決定市場力的大小，也將會影響最

後多元的內容市場或是廠商獲利表現（performance; Wildman, 2006）。這裡所

謂的 SCP 模式並不是線性的，是有回饋與互相影響的，同時，政府受到企業

遊說、政治力、公民參與運動與法院判決等介入，也會影響通訊傳播政策的

制定方向，而內部組織結構、有限的人力與資源等，也將決定實際政策管制

的品質。 

 

 

 

 

 

 



                      NCC 的行為管制 

33 

圖一：NCC 產業分析與管制關係 

 

由於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自由市場競爭，依賴可以量化的數據，但對於具

公共性與外部性的傳媒市場失靈，經常無法提出合適的管制規範。因此，學

界也提出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脈絡，希望討論更多質性與文化多樣性

指標，處理傳媒內容商品化、勞動工作者，與政治和權力運作等問題（馮建

三，2003；Mosco, 1996），透過政府與公部門在各個面向的介入，可以達到

公共性的實踐與市場效能的互補與平衡。 

不過，市場會失靈，政府也會失靈。主張政府介入或干預的，需要更嚴

謹地探討，政策在實際上是如何執行的，僅僅證明市場未能達到最適狀態，

但是所倡議的政府政策，有可能也無法獲得最佳結果。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

而言，市場有問題，不能就輕易假設政府能矯正市場帶來的弊病，政府很難

明智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做出明智決策所需的資訊，往往要比政府實際能掌

握的多許多。新制度經濟學者寇斯認為，政府管制效能低落，原因是：（一）

只要對政府施加政治壓力，通常就會得到與社會利益相違背的政策；（二）

NCC 

組織、人力、經費

結構 

進入障礙、集中度、

垂直整合 

行為 

聯合、訂價、創新、

法律訴訟 

內容 

多元、在地、公共

性、意識形態 

企業遊說  政治介入  公民參與 

機制設計 管制成本 言論自由 市場失靈 

行政法院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五期 
2017 年 6 月  頁 29-55 
   

34 

政府經常在沒有充分資訊的狀況下，試圖執行提高市場效率的政策；（三）

這些政策的相關成本很可能大過收益，使得治療比疾病更糟糕（王盈勛，

2014，頁 91）。 

從賽局與機制設計理論，好的政策應該是設計一個制度安排，讓看得見

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一樣有效果，最好是透過誘因，而不只是禁止，自利的商

人可以被導引到有利益可圖的自然運作，所達到的均衡才可能是穩定的，但

同時也是對社會整體是好的方向。對看不見手的信任，並不意味著政府在經

濟系統當中沒有一席之地，所有的產業或多或少都有受到管制，但是政府的

管制，必須能達到他們所宣稱的效益（王盈勛，2014，頁 29）。 

以美國媒體所有權的管制為例，就希望透過重視程序正義與資訊公開，

能夠提高政府介入的效能（洪貞玲，2013）。當媒體轉讓或控制權轉移時，

必須經由 FCC 審理同意後，方能進行實質的購併交易，而多數的媒體購併

申請，必須經由聽證程序廣徵各方意見之後，才會做成審查決定。《聯邦管

制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的〈電訊專章〉中，詳細規定媒體購

併審查過程所需準備的各項資料、徵集各方意見的作法、以及最後審查結果

必須依據的理由及發布方式等，程序上包括轉移之申請、舉辦聽證會、決定

及公告結果、訴願（陳炳宏、羅世宏、洪貞玲、劉昌德，2009）。 

但即使法規有明確規範，黃銘輝（2014）認為，由於產業規模與市場利

益龐大，NCC 所做成的管制決策，仍時常會成為業者的箭靶，也因此作為權

力制衡一環的行政法院，近年來針對不少爭議性的通訊傳播購併管制附款，

也有不同的裁判角度。法院在審查密度的選擇上，應嘗試採取較為「動態」

的思維，除了尊重機關的獨立專業性外，案件中法院審查重心應不在「可否

管制」，而是「如何管制」。例如，機關的權限是否獲得充分且具體明確的法

律授權、以及做成決策所踐履的程序正當性程度的高低，都應該是個案中可

能影響法院決定行政行為的審查強度因素。 

總之，要滿足公共利益與產業發展，不能只靠自由市場的運作，但政府

該如何介入、設計怎樣的制度、需要多少的行政成本，或因為不佳的管制措

施，產生新的負外部性等，都需要主管機關思考與提出配套措施。尤其是在

快速變化的匯流產業，既有的法規無法處理業者競爭行為上不斷發生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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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NCC 需要有主動解決問題的企圖心，找到核心的關鍵問題，完整思考但

彈性處理，而不是被動的強調依法禁止與管制，卻看著台灣媒體產業的競爭

力快速消退，無法面對國際與兩岸的競爭。 

 
 

參、個案討論 
 
 

NCC 行為管制的業務面向繁雜多樣，不過，目前行動電信領域由於有較

多的競爭者，若數據上網與語音通話品質能維持穩定，價格因為競爭較接近

平均成本，則消費者滿意度相對較高，市場爭議也就較小。相對之下，由於

媒體內容有文化多元與言論自由考量，擔心市場受到少數壟斷，過去幾年的

媒體購併或是行為管制，都引起社會上不同聲音的爭辯。因此，本文將主要

以幾個較具爭議的影視個案談起，歸納整理目前 NCC 在行為管制上所面臨

的困境，最後再提出相關行為管制上的建議。 

 

一、 中嘉集團系列購併案與附款負擔 

 

中嘉集團是台灣最大的 MSO，擁有 11 家有線電視系統、120 萬用戶與

代理 11 個頻道上架，2007 年至今的最大股東為韓國私募基金安博凱。從 2011

年起分別有旺中、頂新與遠傳（透過美商摩根士丹利亞洲私募金）等不同集

團提出購併案，其中旺中集團由於社會擔憂跨媒體集中度過高與中資介入媒

體（張錦華，2013），而頂新集團則因為爆發劣質油品事件與銀行聯貸問題，

遠傳則無法透過債權回避黨政軍條款等，最後都宣告破局。 

中嘉集團系列購併案的發展爭議，主要是如果單純按照既有的法規，主

管機關 NCC 並沒有太多能直接反對購併違法的充分理由，這些案子也都經

過公平會審查同意，產業經濟為主的公共利益並沒有太大損害。但由於部分

購併集團的媒體專業度受到質疑，社會形象下滑，或是擔心中資介入等政治

議題，再加上中嘉網路是第一大有線電視系統，以及代理超過 11 個新聞、

綜藝等頻道上架，各方擔心言論自由受到影響，因此出現各種反媒體壟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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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使得 NCC 通過的審查，都需要附上不少的負擔條款，但也引起業者的

反彈，認為逾越主管機關權責，並上訴至行政法院（黃銘輝，2009）。 

除了擔心跨媒體集中度過高的問題之外，其他非經濟效率問題，更是很

多公民與媒改團體擔心的。例如，張錦華（2013）認為輿論尚對旺中媒體提

出了強烈而多項的專業「適格性」質疑，像是公器私用、新聞專業崩壞、侵

害記者工作權及影響頻道公平上下架等。這些適格性爭議的背後均指向所謂

的「中國因素」，由於台商在中國市場的利益，可能會在兩岸問題的處理上，

無法維持媒體獨立自由的立場，但這些擔憂如何評估與處理，則需要更多透

明與完整的資訊與公聽討論。 

只是在審查這些爭議性的購併案過程，目前 NCC 本身並沒有足夠的數

據資訊與評估指標，無法有系統性的判斷購併前後對不同社會層面的影響。

因此，在聽證會或公聽會期間，就容易淪為不同立場的各說各話，無法有效

彼此對話溝通。而為了減少市場的壟斷力量，或是平衡反購併案的民間壓

力，導致過去很多個案最後經常會以附負擔的方式通過，行政機關雖然有權

力針對相關業務提出相關負擔，但這些要求是否合理，或是否在法律授權範

圍，則不同個案也都引起不同爭議。 

 

二、不同平台的頻道上下架問題 

 

台灣有線電視系統在 2000 年前後，就已經整併到 2/3 經營區都是一家獨

占系統，其餘 1/3 也只是兩家講好分區獨占的雙占系統，消費者對於有線電

視並沒有真正的選擇。2004 年 3 月中華電信 MOD 開台，原本可以提供消費

者另一個影視平台選擇的機會，但由於長期無法獲得熱門的有線電視頻道上

架，用戶數一直無法快速增加，僅能靠每四年的奧運轉播，慢慢累積使用人

數，近期由於有較多的 HD 高畫質頻道與境外節目，用戶數成長至 133 萬人，

但後續的成長幅度已經明顯趨緩。 

這幾年 NCC 開放有線電視系統新進業者與既有業者的跨區經營，由於

頻道類似，主要是以價格戰競爭，一、二年內就吸引了二十多萬的新用戶，

不過由於新進系統在購買頻道時，不管用戶數多少，頻道業者與代理商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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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最少要支付該市場行政用戶數 15%的授權費（Minimum Guarantee, MG），

因此，新進業者認為是不公平競爭，將形成進入障礙，2016 年 10 月公平會

也首次對三家頻道代理商，開罰 1.26 億元新台幣。 

雖然業者不斷強調並沒有要求頻道業者不能至 MOD 上架，而是因為

IPTV 版權費用較高，導致雙方無法達成共識；或是，15%的 MG 授權金是

國內外頻道節目業者過去互動的歷史脈絡，因為內容業者需要分擔高投資製

作成本的慣例，並不是由頻道代理商所能決定的。不過由於長久以來 MOD

與新進業者在爭取合理成本的熱門頻道上架都遇到困擾，而直接受益的既有

MSO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頻道代理商具垂直整合的關係，因此，便很難

讓外界接受是純粹的中立旁觀者了。 

劉定基（2015）認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頻道規劃決定，並非完全取決

於成本、收視等市場因素，也可能包括頻道內容、觀點，甚或與個別頻道間

是否具有整合關係等考量，此一決定並非與傳統報章雜誌的編輯決定完全相

同，但從美國司法實務觀察，仍認為屬於編輯權的行使。只是，不管是獨家

交易（exclusive right）、或是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如果已經明顯造成長

期以來的市場進入障礙與不公平競爭時，就不能以尊重編輯權來帶過。對於

頻道代理如果有所謂的「正當理由」（《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5 條），主管機

關 NCC 僅能以協商、會談處理，以尊重商業機制，不介入頻道與不同系統

之間的版權與頻道位置的談判，造成長期以來 NCC 在管制競爭行為上的缺

席。 

 

三、費率管制、頻道套餐與影視節目品質 
 

另一個長期影響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發展的因素，就是費率上限、頻道定

頻與套餐方案，由於大部分經營區都是一家獨占或兩家雙占，因此各縣市政

府或 NCC 就需要介入費率審查與管制。因為系統是獨占經營，主管機關便

不能解除費率管制，長期以來，價格都是在 500 元上下，類比頻道數量大約

100 個左右，業者們並沒有數位化的誘因，也不願意增加新的優質頻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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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會墊高節目成本，但是卻沒有把握能吸引到新的用戶數與增加營收（曾

國峰，2009）。 

因此，過去十幾年來，台灣整體有線電視費率與頻道內容都沒有太大的

變化，就像是一灘死水不動，而每到選舉時還會因應政治人物減收 10 元到

20 元，甚至還有加碼減至每月價格 100 元，連支付基本節目成本都不夠的口

號。因為系統的談判力大於個別頻道，因此每當系統被要求費率下降時，就

可能轉而要求頻道授權費調降，從早期每月每用戶約 240 元，下降至目前的

195 元左右，在用戶數逐漸飽和，每月頻道授權費下滑，以及廣告費也走下

坡的狀況下，頻道業者能夠投資的經費便愈來愈少，沒有新拍的節目規劃，

不斷的重播舊片，或是製作出品質愈來愈差的內容。 

因為獨占系統毛利高達 40%，為避免消費者受到壟斷系統的剝屑，因此

建議調降收視費用（施俊吉，2012），但長期費率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也

造成系統業者數位化投資緩慢，以及頻道業者的製作成本下滑等問題。原本

期待開放有線電視新進業者後，消費者可以在競爭下有更多選擇，但系統下

殺至 200 元成本以下的價格競爭，轉嫁損失而要求頻道的授權費用調降，在

系統市場的議價力仍大於頻道時，系統競爭並無助於優質節目內容的製作，

沒有好的完整配套策略，似乎各種單方面的行為管制，都很難促成台灣影視

產業的良性發展。NCC 做為影視產業的主管機關，除了在法規上不斷告訴業

者什麼是不能做的管制與規範之外，是否還有產業長期與整體的發展藍圖，

以及如何落實理想的規劃策略？ 

 
 

肆、行為管制的困境與爭議 
 
 
一、主管機關組織與數據管理 
 

NCC 是由原本交通部電信總局與行政院新聞局合併改組而來，原本電信

總局主要是以電信專業技術為主要業務，而新聞局除了擔任政府公關之外，

主要是傳統廣電媒體的內容管制。NCC 在 2006 年成立以來，內部先以綜合

企劃處、營運管理處、資源管理處、技術管理處、傳播內容處與法律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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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負責通訊與傳播監理業務。但為了因應不斷變動的數位匯流產業環境，

2012 年將原本的資源管理處與技術管理處合併為「資源技術處」，綜合企劃

處改名「綜合規劃處」，而關乎傳播事業的部分，營運管理處分割為「通訊

營管處」、與「傳播營管處」，傳播內容處則改名為「內容事務處」。 

2015 年呼應層級平台的管制概念，改組為「綜合規劃處」負責通訊傳播

產業的長期政策規劃，以及產業現況與調查數據蒐集及分析；「基礎設施事

務處」掌理基礎網路設備監理與互連議題；「平台事業管理處」負責通訊傳

播平台的營運、服務與監理；「射頻與資源管理處」掌理無線頻率資源管理，

以及相關設備器材監理；「電台與內容事務處」負責頻道與電台事業設立與

營運管理，以及傳播內容問責與自律之推動；最後「法律事務處」掌理通訊

傳播業務訴願案件之處理。 

2017 年 NCC 一共配置了人員 524 人（編制 525 人），含職員 491 人與其

他工友、技工、駕駛與約聘等 23 人，106 年單位預算為 66.6 億新台幣元。

從 NCC 網頁了解目前內部 105 年度的 468 位職員資料中，研究所有 210 人，

大學為 189 人，專科 68 人與高中 1 人。相對於美國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業務量，一年約 150 多億新台幣預算，大約

有 1688 名員工（2016 年），台灣 NCC 的職員數與預算上或許也不算少。不

過，由於之前的人力大多與電信技術與傳播內容較相關，但對於產業分析最

需要的經濟相關背景，則人力與專業便明顯不足。 

相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可以在高普考單獨開出「公平交易管理」類科，

專業科目也與其業務直接相關，NCC 的公務人員來源則是分散在「新聞」、「電

信」、「交通行政」、「經建行政」與其他相關類科。由於 NCC 的業務跨傳播、

電信與網路產業，涵蓋內容、法律、經濟與科技等不同領域，好處是可以從

不同類科找到多樣的職員，但壞處是較缺乏跨領域與數位匯流整合的人才。

過去也在組織內開設過一些研習課程，讓不同領域的中階主管交流，但目前

科長以上的薦任技正與專門委員的比例仍以技術為主，產業經濟背景的公務

人員，不容易在組織中升遷，未來需要調整文官背景結構，以因應快速變化

的產業環境。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五期 
2017 年 6 月  頁 29-55 
   

40 

目前 NCC 主要以綜合規劃處下設「產業調查科」、「競爭政策科」與「通

傳政策科」等，每個類科底下大約有 4-5 名人員，來處理長期通訊傳播產業

監理與產業現況調查等業務。此外，在平台事業管理處，或是電台與內容事

務處，也都會有熟悉影視平台與頻道產業，且具商學或法規背景的人才協助

產業規範。只是很多同仁由於忙於平日例行性事務，並沒有足夠資源與人力

投入深化的產業分析報告，近期也還可以看到 NCC 透過上網徵才約聘方式，

才能增補產業分析人才的不足。 

此外，雖然目前在 NCC 網頁也提供產業的統計資料，但大多是廠商的

基本資料：像是列出目前市場的業者名單與使用者人數等，而通訊產業的資

訊相較傳播產業較多，可能是因為大多為上市公司，因此還包括營業額、財

務指標等相關資料，但相對之下，傳播產業由於業者規模不大，沒有詳細的

財務報表，外界並無法實際了解真正的營運狀況。雖然近年來文化部的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也曾委託台經院做過幾年的傳播產業調查，但由於填答

與回收率並不高，很難真正了解台灣傳播產業與業者市場競爭的全貌。 

不過，NCC 相關人員解釋，這幾年主管機關也意識到沒有數據無法有效

管理的困境，因此要求各相關處室主動蒐集資料，內部甚至有「通訊傳播產

業資料庫的標準作業程序」，也已經有了一些成果。只是礙於相關法律限制，

無法對外界公開訊息，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將會造成產官學對話上的

困難。雖然無法公告個別業者詳細的財報資料，但至少主管機關應該對各個

產業進行有系統、長期的產業競爭分析報告。 

產業競爭行為不斷變化，不但需要即時更新的動態資訊，更要有能分析

指標與解讀資料的專業人員，但目前的法規並沒有強制要求 NCC 定期對外

公布產業競爭報告，大部分的研究報告主要是來自每年幾個委託研究計畫，

內容包括技術、監理、法規與產業分析不等，但多數是學者們透過從外部辛

苦蒐集有限的資料而來的分析，沒有能夠與 NCC 內部已經擁有的數據比較

對話，實屬可惜。此外，很多都是一次性的研究報告，並不是定期與延續性，

不容易有歷時性的分析，對產業競爭與政策規劃的幫助有限。 

相對之下，美國 FCC 網站就有各式各樣的統計與數據資料，由專業產

業與經濟背景的研究員撰寫報告。例如，美國在 1996 年的電訊法案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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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要求 FCC 每年需公布視訊產業的競爭狀況，2016 年公告 17th Annual 

Assessment of the Status of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the Delivery of Video 

Programming，內容有詳細歷年的美國各種視訊平台的市場占有率、變化值

與競爭程度等。每年也在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等學術期刊，由資

深研究員撰寫 FCC 過去一年主要產業經濟分析與政策理由，透過各種的資

訊流通，讓外界了解 FCC 決策背後的邏輯與政策方向，減少各方資訊不對

稱下的不信任與衝突。 

 

二、評估標準與指標缺乏共識 

 

相較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評量產業競爭時，主要以計量經濟面向的影響

為主，由於指標大都是清楚定義，也有明確的數據資料，統計分析上也較少

出現爭議。但 NCC 在評估媒體市場結構與行為時，最重要的內容影響卻是

最不容易有具體、共識的量化與質性指標，因此，需要透過產官學界對話，

即早建立有共識的在地指標，才不至於淪為各說各話的困境。 

舉例來說，之前旺中購併中嘉時曾參考的德國 KEK 指標，其實只是如

何對不同市場的加權，以轉化為同一市場的比較。不過，學界大部分論述不

但沒有討論為何在台灣的市場加權會和德國一樣，還擴充不同類型的媒體類

型至購物頻道（因為有跑馬字幕所以納入，但權重為何也是 1），或是將播送

平台與內容市場算在同一市場，最後計算出來的百分比也沒有再相對於總加

權百分比換算，因此，旺中購併中嘉的市占率變成近 140%的不合理數據。

因為占比不會超過 100%，如果只要單純相加，則該個案相對的母體應該以

所有加權市場總合的 626%來討論。贊成者解釋因為需要納入台灣有線電視

產業特有的跨媒體整合，所產生的「加乘」效果和「寒蟬」效應等間接影響

力，因此認為「加總」才能反應現實，但這樣缺乏統計基礎的解讀數據，卻

又普遍被大家接受時，顯示台灣傳媒管制對數據分析的專業性不足。 

旺中自己計算出來的 KEK 大概是 22%，如果按照德國標準似乎是可以

接受的（德國是以公廣 40%，所以至少兩家集團，最多可以 30%上限），但

如果這個是跨所有不同媒體內容，包括了報紙等平面媒體，而台灣又沒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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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公廣集團平衡，則理論上，台灣的 KEK 上限應該要再下修，例如 20%

或更低，只要計算新聞資訊有關的新聞頻道與報紙的跨媒體集中度，或是單

純討論壟斷頻道上下架的不公平競爭等，都是可以進一步評估是否能同意旺

中購併案的指標。但因為 NCC 之前對跨媒體購併案缺乏有系統的檢驗標準，

而當時社會普遍對媒體壟斷的反感，加上旺中在新聞專業性與所有權人適格

性上的爭議，為了強化反旺中的合理性，外界計算出一個沒有統計基礎的數

字，反而失去實質討論其壟斷正當性的機會。 

除了量化的市場數據之外，媒體競爭行為對傳播內容的影響，需要有更

多面向的指標。Blevins 與 Brown（2010）研究 2002 年至 2007 年美國 FCC

有關所有權轉移的案件中，其中不成比例的過度依賴以經濟研究為主要的決

策，而將之以為是所謂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他們認為並不是要否定

經濟分析的意義，而是這些數據可能無法充分反應其他社會文化與民主自由

的影響。Napoli 與 Gillis（2006）也認為除了原本的經濟分析以外，更多傳

播研究的面向，例如使用者行為、使用與滿足、議題設定和公民參與等，也

應該被納入所有權與多元性影響的指標。 

只是 Rinner（2009）以 2008 年 XM Radio 與 Sirius Radio 購併案為例，

認為美國 FCC 對於媒體購併的審查，經常與司法部門（Department of Justice）

的反托拉斯法重疊，而由於 FCC 除了經濟分析之外，還需要證明購併是不

會損害公共利益，一般都需要更複雜的方法來處理抽象的概念，而拖延許久

的審查時間，也將耗減原本的經濟利益，因此時常受到產業的批評，需要對

所影響的社會與公共價值，提出更具體的檢視準則。 

例如，林麗雲（2013）提到英國的媒體購併管制有一套公共利益檢測機

制（a regime of public interest test）。英國《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 § 23, 

58）明白揭示：購併案的管制應以公共利益為依歸，而且媒體購併案還具有

特殊公共利益，即除了依照一般購併案的標準外，還應合乎特定標準（包括

多元性、公共責任等）。對廣電購併案的規範則包括：（一）所有人的多元性，

即廣電產業應由不同的人控制；（二）內容多元性，即廣電內容應反映社會

之不同品味與觀點，執照持有人應具適格性，獨立機關與社會各界可據以檢

定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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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洪貞玲（2013）介紹關於美國公共利益的評估，依據 FCC 長

年審查經驗，係根據《傳播法》的廣泛目標所訂定，內容包括：維護並加強

相關產業市場的競爭；提升私營企業的服務品質；定期維護設備以及推出新

產品；消費者權益；確保執照分配之多元以及節目多樣性；社區及地方性的

保護；新聞專業自主及公平雇用等勞動權益等。 

不過，雖然 FCC 的媒體政策決定經常是根據公共利益，但所謂的公共

利益卻又都是 FCC 所決定的，而其中有很多都是所謂的專家學者（Napoli, 

2001）。由於問題的複雜性，或是資訊的不對稱，真正的社會大眾反而是沒

有機會參與表達意見，但傳播政策卻是影響大眾的每日生活（McGregor, 

2006）。此外，不同社會情境的「公共利益」也所有不同，NCC 應該廣納多

方不同的意見，主動建立屬於台灣影視產業的評估指標，減少產業在不確定

環境下的營運成本，以降低社會對壟斷爭議的疑慮與不安。 

 

三、數位匯流下的僵化法規 

 

由於數位匯流，導致原本不同的媒體或平台，因為科技發展而能提供對

方原本的服務，而開始彼此的互相競爭，例如有線電視系統與電信網路都可

以提供：影視、網路與電話的 triple play service（在同一條線纜提供 3 種服

務）。但如果還是延用原本的法規，或是沒有處理影響公平競爭的障礙，則

將讓既有業者仍能在原本的市場壟斷，減少跨媒體與平台互相競爭的機會。 

舉例來說，中華電信的 MOD 服務雖然其系統架構與有線電視不同，但

對消費者來說，都是透過電視與機上盒觀看影視內容，也都有頻道與 VOD

（Video On Demand）服務，早就應該視為同一市場，並以相同強度規範管

理。但在台灣因為分別是以《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理，有線電

視系統認為《電信法》對全區、費率與社區義務的管制較少，而 MOD 則認

為有線電視系統透過頻道代理與 IPTV 版權不同等理由，讓有線電視的熱門

頻道無法在 MOD 上架，形成不對等的競爭，雙方都對不對稱管制不滿意。 

由於相關法規無法周全，因此在歷次的媒體購併案中，NCC 都要求業者

附負擔，如果由於業務需要，行政機關是有權利在合理的範圍內，要求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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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部分應該要在法律上明定，以強化與清楚劃出主管機關的權責（黃銘

輝，2009）。過去有些附負擔的理想性過高，後續卻無法持續監督，例如之

前旺旺購併二中，或是年代購併壹電視時，都有要求新聞台應該維持其獨立

運作，但在合併後，業者為了精簡人事成本，已經直接要求記者手握兩支麥

克風，也不見 NCC 有任何的處分。 

或是反過來想，都已經同意業者合併了，卻要求所有的新聞組織、設備

與人員都要分開，那如何能在數位時代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如果認為不妥，

市占率計算過高或是壟斷力過大，那就乾脆不要同意購併。其實就算業者不

合併，原本的電視新聞運作邏輯與產製流程，早就已經互相交換新聞內容

了，除非是藍綠不同政治立場的新聞，不然影視文本與觀點都差異不大。 

在數位匯流時代，業者不太可能不充分利用素材而重覆投資，但也不是

就坐視新聞多樣性減少，而是主管機關要理解，一但同意購併，基本上就應

該可預見這樣的結果，如果認為影響很大，例如從電視新聞的市場占有率來

說明顯的改變，或是會造成進入障礙，那就不要同意。不然，雖然該新聞台

的多樣性降低了，但仍在可以接受的範圍時，就不需要訂立太多無法監督的

負擔。否則，每個購併案少則 10 點，多則 20 點的附負擔，看似主管機關很

盡責，但在購併案通過後，如果無法監督，反而是推卸責任；或是如果強行

要改變，反轉的行政或是業者的成本都極高。 

另一個近期經常被提及的法規是「黨政軍條款」，當初立法有其時空背

景，但由於其「投資無罪，被投資有罪」，舉例來說，某甲上市公司，直接

投資乙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日後政府國安基金，認為甲上市公司績效優良，

因此於公開發行市場上購買甲上市公司之股票，如此一來，乙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即有政府之間接投資，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條第一項。然而

依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受罰之主體為乙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而非甲公司，更非政府。再加上《公司法》及《有線廣播電視

法》並無相關規定，可以迫使政府或受政府投資之持股人出脫持股，乙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業者，根本沒有方法可以改正違法的現狀（全面真軍，2016）。 

大型企業或多或少都接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結果卻因為該條款無法

投資媒體產業，甚至面臨受罰，最近就有民代透過購買一股以阻擋其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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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併案的例子，黨政軍條款反而變成集團之間的與壟斷工具。之前有辦法的

企業就用個人名義投資或購買來廻避，像是富邦或是亞太投資有線電視產

業，但像中華電信與遠傳沒有或無法以個人方式購併或經營媒體的，就形成

對市場的不對稱管制，也間接形成特定企業的壟斷與不公平競爭。 

這裡並不是贊成黨政軍可以介入媒體，而是政府不應與政黨、軍方混為

一談，政府介入也應與國家資源投入分開，就像是公共廣電集團，經費是來

自國家預算，但透過合適的監理制度，讓政府與國家介入的可能性降低。不

然，在面對市場失靈的台灣媒體產業，國家資源不但不投入，被政府投資的

大型集團也不能參與媒體產業，那剩下的獨立企業還有什麼本事可以與跨國

媒體集團競爭？ 

 

四、政治力與媒體管制 

 

雖然在黨政軍條例下，政黨無法直接擁有媒體所有權，但台灣傳播產業

由於專業度不高，尤其是電視新聞頻道，從來就不缺藍綠意識形態的介入，

而不管是執政或在野的政治人物與政黨，仍不斷透過各種機會介入媒體購

併、市場競爭行為、與節目內容管制等。而主管傳播、電訊與網路的 NCC

主管機關，從委員人事、預算審查，也都免不了有看不見的手伸入干擾。 

蘇永欽（2007）認為除了獨立的核心領域不容碰觸外，NCC 的行政運作

仍應受到包括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等憲法機關的監督。政府如能恪遵《通

訊傳播基本法》及 NCC 組織法保障其獨立行使職權及自主運作的精神，不

濫用其在預算、人事、政風等方面的管控權，其他機關，特別是司法機關，

包括司法院大法官和行政法院，也能在獨立受到威脅時及時糾正，NCC 即可

充分發揮前述各項憲政功能。 

只是從第一屆通傳會委員人事案開始，不同政黨掌控的行政院與立法院

互相爭奪所提名委員任命方式與審查投票開始，就難逃政治力量的介入（陳

彥龍、熊杰，2008）。隨著訴願管轄權被剝奪、法規草案遭到行政院屢次駁

回、業務職掌無法獨立辦理而須與其他部會協調，以及審理個案時也受到來

自其他政治力量的壓力，通傳會的獨立性早已經大幅降低（陳尚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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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斷因為政治力介入的管制與政策，也造成文官專業與中立性的不被信

任，規範管理的不確定性，墊高了整體社會與企業經營的成本。 

除了來自政治力的介入外，de Figueiredo 與 Kim（2001, 2004）從集體

行動與交易成本理論，分析美國電訊產業的遊說 FCC 的契約發現，大型集

團由於可以透過遊說所獲得相對的利益，因此，比較會持續的投資對 FCC

遊說。同時如果主題是具專業與訊息不對稱的，業者通常會由公司內的員工

來進行遊說，但如果主題是較一般性，沒有敏感資訊的問題時，則通常會交

由外面的公關遊說公司進行，美國每年的遊說規模，更都是動則千萬或上億

美元的數目。 

只是相較於其他產業，媒體產業還是有文化工業與議題設定的價值，雖

然各種的社群與自媒體不斷出現，但傳統新聞資訊頻道與平台，仍然具有一

定的影響力，加上傳播、電信與網路的數位匯流，不管是內容或是平台，結

合電子商務與物聯網等服務，未來將可以期待能產生更高的商業價值，以及

對資訊與權力的控制。因此，近幾年來，不少原本與傳播沒有任何關係的廠

商相繼跨入媒體產業，例如食品業者旺旺購併三中與中嘉，頂新也曾購併中

嘉，石化業的台塑投資八大，殯葬業的龍嚴也曾多次出現在不同的購併案

中，HTC 手機老闆入主 TVBS，3C 製造業的鴻海介入台灣寬頻，更不用說

富邦早就插旗台灣大哥大與凱擘，以及遠傳也想要購併中嘉，以便能與其他

同行競爭。 

原本能有更多跨不同產業集團與資金，如果願意投入媒體相關內容製作

與平台建設，對於目前缺乏資源投入的媒體產業來說，應該是件值得鼓勵的

事。但由於大部分大型集團都有在中國投資，外界擔心因為中國市場利益衝

突，而會影響台灣媒體的言論自由，或是部分在本業出過爭議，也擔心會利

用媒體來掩飾其經營上的問題，因此在評估購併案時，除了對原本產業市場

經濟的影響外，更加上不易評斷的政治不確定性，也增加 NCC 處理過去幾

次購併案的困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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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科技創新下的管制成本 
 

隨著科技發展，過去很多媒體的管制思維與理由，都將會逐漸改變，只

是在這過度期間，產業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消費者習慣還沒有完全轉移，仍然

存在雙軌並行的階段。舉例來說，在網路無限多 IP（Internet Protocol）網址

的時代，廣播業者透過一個 IP 位址與足夠頻寬及有效率的 CDN 網路，就可

以透過網際網路提供上百萬，甚至是上億的使用者同時收聽，而消費者若可

以隨時隨地透過各種裝置上網，包括汽車，或是與手機結合，如果大家聽廣

播都習慣透過 APP，即使是老人也如此時，則不見得還需要規劃 88-108MHz

給 FM 使用，例如，挪威就已經因為有數位廣播 DAB（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而停播 FM。原本的《無線廣播電視法》中發照、聯播、廣告

與節目內容管制等也都將隨之改變，沒有地下電台蓋台問題，也不會有最近

中廣電台執照的爭議。 

因此，如同寇斯提到政府管制是需要成本的，NCC 在有限的經費、人力

與時間資源上，應該分辨那些已經是市場可以運作的，那些才是真正需要介

入管制的。例如，葉志良（2015）提到由於 OTT（Over the Top）電視大幅

改變消費行為，網路 IP 架構也沒有頻道數量上的限制了，傳統以頻道執照

作為內容管制模式已無法解決上述問題，必須重新思考典範轉移的可能，

OTT 影音服務如欲以傳統執照搭配內容管制，其正當性便相當薄弱了。 

目前很多法規管制遠遠落後於實際的產業現況，由於沒有處理不同平台

間的不對稱問題，或是移除市場的進入障礙，造成很多通訊傳播產業仍然處

在壟斷與不公平競爭的情形。NCC 現有的人力二十年前可以監看老三台無線

電視的所有節目，十年前只能抽查一百台的有線電視頻道，現在要如何面對

網際網路無限數量、跨國界的各種影視內容。主管機關如果規管的思維不

變，不將有限的人力與資源處理最核心的反競爭問題，事事都想要管制，則

最後反而將落入什麼都管不好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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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糾結於通訊傳播大法，或是既有法律既時修改與落實 

 

數位匯流之後，很多不同平台之間可以提供類似的服務，競爭相同的使

用者與廣告時，應該逐漸視為同一市場，例如，有線電視系統與 MOD 服務。

不過，過去很多是以不同法規規範，彼此之間出現不同管制強度的落差，因

此 NCC 曾經希望透過完整修改所有相關法規，以推出兼顧各種平台發展脈

絡的通訊傳播大法。但由於外在產業環境不斷變化，立法過程各種政治與業

者角力介入，規劃中的法規永遠趕不上變化，不斷進出行政與立法機關討

論，數十年過去了，仍然看不到一部合適的匯流法出現。 

其實由於各種媒體與平台的歷史發展脈絡不同，除非其已經完全離開現

有市場，不然在這過渡時期，很難有一部法規來規範所有類似的媒體或平

台，產生的問題可能還會大於希望達成的優點。另一種方法，是先處理明顯

對兩種不對稱平台有不公平競爭的部分，讓彼此是在相同立足點上，沒有一

方具有市場主宰力量，形成進入障礙與壟斷市場。而提供不同科技平台的各

種業者們，可以自由選擇不同強度法規來提供服務，不管是既有業者或是新

進業者，可以想見大家會逐漸移動至較適合未來生存的規範條件，也就會加

速業者們服務方式的轉型，舊有的法規也將因而自然淘汰。 

 

三、行為管制的彈性調整空間 

 

傳播、通訊與網路產業的匯流與快速變化，不管是市場結構、行為策略

或是節目內容的管制，經常會出現法規趕不上產業環境的問題。主要原因是

很多法律制定需要明顯的定義與對應的行為，但匯流所出現的產業問題，卻

經常是既有的法規沒有考量到的，所以要不是空有法律而無法管制，不然就

是過度將未來的新媒體，硬擠在現在不合適的法規框架之中。 

例如，黃國昌（2013）認為基於「媒體之公共性格」以及媒體對「實踐

憲政民主價值」所具有之高度重要性，輔以媒體購併型態伴隨商業手段以及

科技發展所呈現日益繁複之多樣性格，針對「跨媒體購併」之管制，宜採取

「雙層規範架構」。亦即，針對重要事項，由立法者專法樹立原則性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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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建構管制規範之基本架構，一方面清楚劃定絕對禁止結合之紅線；同

時，延續「許可制」之基本精神，授權主管機關頒行「調整彈性與機動性」

較高的補充規範。 

雖然透過此「雙層規範架構」，兼顧調和「明確準則」與「許可裁量」

之長處，但就如前面所言，NCC 在具附款之裁量權的前提下，針對許可處

分所附加之附款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之判斷，不同個案仍存在爭議。同時，購併案的附負擔雖然是計對該個案而

有特別的規定，但仍不應造成與其他業者的不對稱管制，或是形成不公平競

爭。 

舉例來說，幾年前在旺中購併中嘉案之後，不同政黨都相繼推出各種版

本的「反媒體壟斷法草案」，但其中主要的問題，都只是在規範目前定義下

的媒體，並沒有彈性來因應未來各種形式的新媒體，很多法條訂定的相當僵

化，主管機關並沒有太多的裁量空間，好處是有具體處分依據，但壞處是可

能無法對應未來產業的變化，而如果法規過於限制跨媒體間的整合，則不見

得有利於整體產業發展，畢竟台灣影視產業的規模不大，目前要面對的是對

岸與國際大型媒體集團的競爭。 

例如現在產業強調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版權的商業模式，中國百度

下的愛奇藝或是騰訊集團等，早就整合小說、漫畫、動漫、遊戲、電視與電

影等產業，千億上兆資金，配合互聯網的頻寬與行動載具，透過電子商務與

各種支付寶的付費模式，充分發揮集團規模與綜效，但台灣卻還在計算集團

最多是可以跨入幾種傳統媒體，無視數位匯時時代的產製模式，而且管制規

模也沒有足夠的理論與市場實證檢驗。因此，建議法條如果有紅線，需要謹

慎訂定合理邏輯，並保留主管機關因應媒體環境變化下的彈性詮釋權力。 

 

四、建立透明制度與規範流程 

 

如果增加主管機關裁量的空間，則需要有更明確、透明的審查流程，才

能讓業者們有可以預期與判斷的方法，減少管制不確定的風險，每個個案的

考量點或許不同，但應該讓大家知道管制的政策目的為何，業者違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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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而這些也都需要有更完整、透明的產業數據與資料庫，以及相關定期

公布的產業競爭報告資料，來說服產業與社會大眾為何相關的競爭行為，但

需要不同管制的理由。 

例如，羅世宏（2013）強調應確保購併案的審查過程資訊公開，並接受

公眾透過聽證監督：以程序上而言，媒體重大購併案理應在交易完成之前知

會相關主管機關（公平會、NCC），經審查核准後才可以進行股權轉讓等手

續。NCC 在審查時應態度審慎，不應急於許可：以 FCC 審議重大媒體股權

交易／購併案為例，由於茲事體大，通常不急促做出許可之決定，除非確認

此案無損或有利於公共利益。在程序上，除接受購併業者的資料及聽取其報

告外，也會廣徵其他競爭業者、公民團體意見，並召開公聽會釐清疑問。 

不過，Obar 與 Schejter（2010）分析 FCC 在 2006 至 2007 年之間的公

共參與的 732 場公聽會（hearing）的內容與 FCC 的《報告與管制》（Report & 

Order）時發現，FCC 經常透過不事先通知、時間不方便等技術問題，不斷

阻礙公共參與發聲的機會，讓股東代表與專者們成為最後報告之中的主流意

見。即使運作早已經上軌道的美國，也仍然無法做到社會大眾滿意的機制，

NCC 更需要即早廣納各方意見，將相關程序透明與制度化，讓公民與不同觀

點，都能有更多參與發表意見的機會。 

 

五、公平會、文化部的分工與落實 

 

NCC 做為事業的主管機關，主要是以事前的結構管制為主，例如市場應

該有多少家的業者，是否需要特許執照，申請過程需要滿足那些條件等。相

對的，公平會做為促進所有產業競爭的主管機關，主要是以事後的行為管制

為主，例如是否有聯合壟斷，或是不公平競爭行為等，法條可以彈性處理各

種產業問題。不過，公平會之前還曾特別針對有線電視與電信相關事業之規

範，都有另外的法規與說明，以補足 NCC 原本規範上的不足。 

只是過去在實際執行時，由於都是獨立機關，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多的對

話，像是有關頻道在不同平台上下架的問題，就拖延了十多年，雙方均沒有

介入處理，都認為是對方的權責。若加上傳播內容產業的特殊性，在經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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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外，仍需考量其他對社會與文化的衝擊，因此管制強度也經常出現不一

致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彼此尊重，但也要能互相支援，以避免管制漏洞。 

此外，根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3 條，NCC 以監督管理通訊傳播事業

為主，而將國家通訊傳播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導、獎勵，由行政院所

屬機關依法辦理之。另根據《通訊傳播組織法》第 3 條所規定之 14 項執掌

當中，大部分介入的形態上，觀諸其所使用的動詞，像是監督、管理、審驗、

規範、管制、處理、取締、處分和監理等，很明顯都是以限制性介入為主（魏

玓，2006）。 

NCC 雖然為傳播、通訊與網路的主管機關，但其大部分的職權為制定規

範管制市場結構、競爭行為與節目內容等的遊戲規則，較多的篇幅都是告訴

業者們那些是違法不能做的，會受到什麼罰則，而實際有關影視、音樂、出

版等文化內容等輔導機制，則是文化部的權責，但一個產業不能只有管制，

而缺乏未來與整體性的計劃，尤其是影視內容產業，各國除了商業市場運作

外，仍然需要國家計劃性的補助與輔導。主管機關除了應該作為傳統足球的

「守門員」，維持並監督市場競爭秩序之外，更應該期許為美式足球的「四

分衛」（黃郁雯，2010），以建立產業創新發展為責任，不同部會之間的橫向

互動需要更緊密，透過規劃、補助、輔導、獎勵等誘因，以提高通訊傳播產

業參與市場的動能。 

 

六、開放市場競爭、加強國家投資 

 

在行動、寬頻、IP 網路、社群、人工智慧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大數據與物連網 IOT（Internet of Things）的時代，過去很多管制理論與思維

必須改變，競爭也早已經超越地理區域與國界。相對於全球其他國家，台灣

又面臨海峽旁不對稱規模的中國影視市場競爭，共享很多的語言、文化，但

也有更多的思維與制度上的不同，網路打破了地理市場的限制，中國影視產

業跨進台灣市場的趨勢，已經不是單純政府法規可以阻擋了。 

「中資」與「國家安全」成為目前很多通訊傳播規範的合理性代名辭，

由於雙方彼此的市場與業者規模大小差距不成比例，如果沒有限制，台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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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可能會被對方吃掉，適度的紅線確實還是需要；但如果只要有中資的影

子，不管是否有壟斷，是否對在地影視產業發展有無助益，一昧的阻擋落地

競爭與投資，並無法解決消費者私下透過網路跨海收看節目，以及影視人員

西進的問題，要像駝鳥埋入沙中，希望短時間爭議不見，卻可能長期讓台灣

傳播影視產業陷入不動，甚至萎縮的一灘死水。 

由於兩岸媒體管制強度不對稱，即使台灣開放市場，中國也不見得開放

台灣業者進入對岸市場。但台灣畢竟是個自由社會，開放競爭才能夠有更多

創新與機會，多元的言論才可以檢視民主的價值，也要對台灣民眾的價值選

擇有信心。如果主管機關真得擔心對岸的影視大軍進入，將橫掃台灣傳播產

業，那就請政府能大力投入資源，或是提供有心經營台灣影視產業的業者誘

因環境，而不是在制定了很多限制後，卻又要期待產業界與中國、韓國、日

本或美國等全球大型媒體集團競爭。主管機關 NCC 是否有足夠高度看問題，

是否有具體解決困境的策略，是否有不怕外力干預的決心，都將影響目前台

灣通訊傳播產業在十字路口的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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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CC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of 2006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ternet Industries in Taiwan. In order not to directly 

interfere with the contents, NCC expects to manda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tructure to keep the contents diversity. However, the conduct regulation is 

still necessary to maintain market competitive and avoid monopoly. Without 

the complete industry database and professionally economic/societal 

analysis, the regulation is usually lack of rationale behind the bills. In 

addition, the asymmetric regulations usually make the firm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hard to effectively compete to each other in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ag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NCC should focus on the 

elimination of market entry obstacle and unfair conduct, to let the market 

work by itself.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other government ministries, NCC 

should provide more incentives and guidance to solve the media market 

failure problem in Taiwan, so enterprises can compete the global 

conglomerates in the Interne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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